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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唐侯制隨夫人”壺的國別、年代及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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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鎮烽先生編撰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三冊［1］（以下徑稱《銘圖續編》）收錄有一件私人收藏的有銘銅壺（《銘圖續編》3.0829）。在壺的口沿外壁上有12字銘文。銘文爲：

    [image: ]（唐）[image: IMG_256]（侯）制[image: IMG_256]（隨）夫人行壺，其永祜福（图二，2）。

吳鎮烽先生對壺銘進行了隸定和釋讀，所釋大都可從。不過，他認爲銘文的第一字爲“陽”，爲西周早期的姬姓封國——陽國，地在今山東沂南縣南，將其中第三字隸作“[image: IMG_256]”，未作解釋，同時將該壺的年代推定在春秋晚期。我們認爲還可再進一步討論。我們先來看文字的釋讀。
[bookmark: _GoBack]首先，第一字從“阜”從“昜”從“土”，字當隸定爲“[image: ]”。很明顯，這確是一個指代國別的字。古文字中，國名字多加“邑”符。如“陳”、“鄀”等即其例。綜觀文義，“[image: ]”在此不當讀“陽”，應讀爲“唐”。“陽”與“唐”古本通。《左傳》昭公十二年：“納北燕伯欸于唐。”《公羊傳》、《谷梁傳》“唐”作“陽”［2］。銘文中的“[image: ]侯”即“唐侯”。
第三字似不能隸定作“[image: IMG_256]”，細看銘文，應是從“木”從“刀”的一個字。甲骨文及早期金文的“制”正是從“木”從“刀”，字作“[image: IMG_256]”。戰國時出現了從“未”從“刀”之“制”字，可參看子禾子釡銘文［3］。實則“未”與“木”是一字之分化。值得注意的是，金文中與此壺銘“制”地位相當的字，多見“作”字，而少見有“制”。制字本身就是作之意，《孟子·梁惠王上》：“可使制梃，以達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趙歧注：“制，作也。”
通過對以上銘文的重新隸定和釋讀，我們認爲，這是一件唐侯爲隨夫人製作的行壺。唐侯應是漢東的姬姓唐國，而不是山東的姬姓陽國。說明此時唐、隨關係非同一般。
眾所周知，唐、隨皆爲周之南土的姬姓封國。據《國語·鄭語》所載史伯爲齊桓公論興衰曾說的一句話，即“當成周之時，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韋昭注：“應、蔡、隨、唐，皆姬姓也。”從地理格局上看，兩國應爲近鄰，皆位於今隨州市。唐國方位，《史記·楚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上唐鄉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唐國也。”《水經·溳水注》也記有：“石水出大洪山，東北流注於溳，謂之小溳水，而亂流東北，徑上唐縣故城南，本蔡陽之上唐鄉，舊唐侯國”的記載。清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云“其地在今湖北隨州西北八十五里”，也就是今隨州市以北的唐縣鎮。隨國即在今隨州市。需要提到的是，曾侯乙墓發掘後，曾引起一場曾隨之謎的大討論，有關唐國的方位也曾有學者論及。石泉先生曾在倡導曾即是隨的觀點時，考慮到隨與曾可能在地理上的重合，又缺乏隨、唐交往的實物依據，認爲唐國不在今隨棗走廊的隨州市［4］，將唐國定在河南南陽盆地東南部今唐河縣南境［5］。這件“唐侯制隨夫人”壺的發現，說明唐、隨在古代是有交往的，應是近鄰。我們傾向于唐國在今隨州市的流行說法，也主張曾國就是文獻中的隨國。
唐、隨（曾）國在春秋早期都曾是楚的臣服國，只是在春秋晚期後，唐侯叛楚，曾一度與吳、蔡等國聯手攻破楚郢都，至楚昭王在秦人的幫助下複國後，估計唐國即被楚所滅。可以作爲依據的是，在包山楚簡中有“[image: ]君”一名，“[image: ]”字與“唐侯制隨夫人”壺的“[image: ]”字完全相同。“[image: ]君”見於包山楚簡：
1、 [image: ]（唐）君之人[image: ]（隋）陽    包山簡163
2、 [image: ]（唐）君之人[image: ][image: ]（懌）   包山簡176
   有關“[image: ]君”的地望問題，學者們都曾作過探討，何浩、劉彬徽先生認爲在今鐘祥西北境與宜城交界的漢水西側［6］，劉信芳先生認爲其地當與河南登封東南的《漢志》的陽城有關［7］，吳良寶先生認爲“[image: ]君”之“[image: ]”當讀“唐”，其地當爲故唐國［8］。從新見春秋唐侯銅器銘文看，我們贊同吳良寶先生所說包山簡所見的“[image: ]君”的封地就在古唐國。 “[image: ]”字還見於楚國銅貝上［9］，極有可能是楚滅唐國後在唐邑所鑄行的貨幣。同時，這也說明春秋晚期楚滅唐後，楚已局部立足於漢東。由此帶給我們新的認識：自春秋早期至春秋晚期，楚“不得志於漢東”的局面已大爲改觀。
在瞭解了“唐侯制隨夫人”壺的銘文內容及國別後，我們還要繼續探討其年代。據吳先生在《銘圖續編》中提供的圖片及紋飾看，該壺爲侈口，長頸內束，頸部有一對龍首半環耳，圈足下有一道邊圈，上有碩大的圈足狀蓋冠，器口的上下腹及蓋冠飾環帶紋，蓋沿飾竊曲紋，圈足飾變形龍紋。吳先生將其年代推定在春秋晚期。我們認爲，此壺的年代當不晚於春秋中期早段，應在春秋早期偏晚階段或春秋中期早段。
需要指出的是，此類形制與紋飾的銅壺是漢東曾國轄境內常出的器型之一，可以肯定這件“唐侯制隨夫人”壺極有可能是盜出於隨州的義地崗曾侯墓地。與此壺形制比較接近的是1983年出土于棗陽郭家廟曹門灣墓地、現藏于棗陽博物館的的銅壺（圖一，1）［10］。仔細比較，只是環耳龍首的角部及環帶紋有些許區別，可能反映的是彼此年代上的差別。按我們常見的思路分析，“唐侯制隨夫人”壺應是由棗陽曹門灣墓地所見的壺的形制發展而來。張昌平先生將曹門灣墓地出土的銅壺的年代推定在兩周之際［11］，我們認爲，此推測的年代似略偏早，應推定在春秋早期爲宜。那麼，“唐侯制隨夫人”壺的年代極有可能在春秋早期晚段或春秋中期早段，我們傾向於其具體年代當在楚成王時期，即約公元前630年左右。而不會晚至春秋晚期。
其實，“唐侯制隨夫人”器並不只有吳先生所收錄的這一件，在隨州市博物館還藏有3 件銅附耳鼎以及與附耳鼎共存3 件“加嬭”簋，據悉這批銅器是當地公安局於2012 年5月8 日在隨州義地崗盜墓現場收繳所獲，該案俗稱“5.8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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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銅壺對比圖
1、棗陽曹門灣墓地出土壺                     2、唐侯制隨夫人壺



在3件有銘文的銅鼎中，有1件鼎的銘文在鼎壁內，另2件的銘文在器腹外，其銘文與“唐侯制隨夫人”壺基本相同。其銘文爲：“[image: ]（唐）侯制隨夫人行鼎，其永祜福”（圖二，2）。我們將其年代也推定在春秋中期的早段［12］。據現有材料可知，3 件唐侯制隨夫人鼎、3件加嬭簋和1 件唐作隨夫人壺有可能都可能出自天隨州義地崗的同一座墓葬中，另外，吳鎮烽先生在《銘圖續編》中所收錄的一件加嬭簋［13］也可能屬其中的一件，其墓主可能就是隨夫人加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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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銅器銘文拓片
1、鼎腹內的銘文       2、唐侯制隨夫人壺       3、銅鼎外壁銘文


“唐侯制隨夫人”器群的發現，爲曾即隨說提供了又一證據。近年來，隨州葉家山和文峰塔墓地新出銅器銘文已較明晰地揭示出了曾即是隨，但有少數學者仍以“隨”之名銅器的發現，而堅稱曾隨爲兩個不同的國家［14］。“唐侯制隨夫人”器群出自於隨州義地崗的曾國墓地中，顯然隨夫人就是曾國的某一位侯夫人墓。因爲義地崗是春秋密集的曾侯墓地。如果曾隨是同一時期不同的兩個國家的話，不可能兩個國家共用一個墓地。反觀已知的帶有“隨”字銘文的銅器，沒有一件不與曾國有聯繫，說明曾即隨說殆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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